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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 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是，以世界范围内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

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各个历史阶段国际生产的不同特征，分析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带来的影响。 也正由于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当时既存的政治环

境与政治因素对国际生产过程的反作用。 这种在国际层面对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

分析关键在于结合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 作者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来具体展示这一研究逻辑在各个经济分支领域如生产、交换、

金融与分配领域的应用，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研究

来演示这一逻辑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各主要分支领域如跨国生产、国际贸易、国际

金融和发展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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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国际或全球层面的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从世界

观来分类，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学派：自由主义、现实 ／ 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以怎样的逻辑来研究国际层面的政治与经济的互

动关系呢？ 答案应该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经济学原理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但怎样从国际层面具体

分析这种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政治的反作用，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只在《〈政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简单提到：“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生产

关系）。 国际分工。 国际交换。 输出和输入。 汇率。”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更

能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总体框架③的著作中，马克思以生产为起点④去发现具体生

产中的生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从而发现生产中产生的权力关系、国家形态和意识

形态；在国际层面，从国际分工中发现国际生产关系，最后去认识世界市场与危机。⑤

马克思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是，从一般到具体，即把生产等抽象概念放在具体的社

会形态下去考察，考察在各种规定性或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是怎样进行的，从而去

研究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⑥ 这种方法既强调了生产的基础作用，也重视生产之

外既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从而避免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

决定论”的机械性。 经济决定论否认既定的上层结构对生产的反作用，忽视历史的

丰富内容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基础决定论不是经济决定论，它强调既定的上

层结构是过去生产的产物；但在某个历史截面，既定的上层结构对生产具有重要的

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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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种分类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３５－４４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６ 页。 这里需要说明：《导言》中文版

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译成“生产的国际关系”，但为了防止歧义和便于理解，笔者译为“国际生

产关系”。 《导言》与此有关的英文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ｍａｒｘ ／ ｗｏｒｋｓ ／ １８５７ ／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 ｃｈ０１． ｈｔｍ＃
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６ 日。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资本论》（副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它是《政治经济学

批判》这部马克思要写但没有完成的庞大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框架下。 因此，
《导言》更能反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总体框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６－１７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２６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１７－２７ 页。



由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是一个未完成的手稿，

已经完成的部分内容体现在《资本论》中，而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直接有关的“国家”、

“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三个分册都没有完成。 这让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

经济学研究缺少了许多直接借鉴的东西。 虽然《导言》中零星地涉及国际政治经济

关系，但没有完整地分析阐述这一关系。 比如，《导言》中谈到国际生产关系、国际分

工和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①但没有详细分析它们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导言》

中谈及“第二等级的和第三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

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②但没有分析国际关系怎样影响。 因此，还不能说马克思

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但是，正如有人说，马克思只是马克思主义的

开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为后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

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了理论方法和逻辑指南。 虽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

依据这些方法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些问题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但他们各自的

观点都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思想渊源。 如国际关系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是同一

的（一元逻辑论）还是不同的（二元逻辑论），就是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存在

的分歧之一。 大卫·哈维（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亚历克斯·科利尼科斯（Ａｌｅｘ Ｃａｌｌｉｎｉｃｏｓ）

等人认为，国际政治体系具有自主性，与资本体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按不同的逻辑

运行（二元逻辑论），前者表现为追求权力的相对优势、追求集体利益、固定于特定领

土，后者是追求利润、追求个人利益、不受时空限制。③ 而威廉·罗宾逊（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迈克尔·哈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和安东尼奥·内格里（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等人

则认为，国际政治体系与资本的逻辑是一致的（一元逻辑论），国际政治体系服从于

资本的逻辑。④ 罗伯特·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同罗宾逊、哈特、内格里等人持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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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２６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２７ 页。
有关论述参见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２４－２５ 页。 科利尼科斯的观点参见 Ａｌｅｘ Ｃｏｌｌｉｎｉｃｏｓ， “ Ｄｏｅ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Ｎｅ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ｎｉｅｖａｓ， ｅｄ．，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９－ ２１。 国际体系的自

主性被这些学者认为是历史遗留物，是历史上经济基础的产物。 它来自封建时代，在资本主义初期得到加

强，由于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得以遗留下来，对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仍然具有反作用。 因

此，二元逻辑论不能被认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 虽然有人（如威廉·罗宾逊）认为它落入了国际政

治现实主义的窠臼（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ｎｉｅｖａｓ， ｅｄ．，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ｐ．６４－６８） ，但它与现实主义解释的理论基

础完全不同。
威廉·罗宾逊的观点详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ｐｐ．６４－６８。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观点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
ｇｒｉ， Ｅｍｐｉ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２２１－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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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观点。①

因此，依据《导言》的提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是：以具体历

史条件下的生产组织方式为起点，分析由此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同时，正因为

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既定的世界秩序以及世界秩序影响

下的国家对生产的反作用。 简而言之，对国际层面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是围绕

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展开的。

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作品已经体现了这一逻辑，考克斯的《生

产、权力和世界秩序》就是典型著作之一。 考克斯以生产为出发点，探讨了生产形成

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由此探讨国家的形态和世界秩序；同时，他还探讨了世

界秩序对国家、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国家在生产和世界秩序中发挥的作用。② 另外，伊

曼纽尔·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的“世界体系论”也有类似的特征。 “世界

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建立在某种分工基础上的，即中心地区（通过工

资劳动组织起来的生产）与外围（通过强迫劳动组织起来的生产）以及准外围（兼具

两者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分工，通过世界市场交换来实现世界性生产过程。 各种生

产者的地位（即国家的地位）是由它们在这种分工体系内的地位决定的，由此形成了

一种主宰与依附的关系；这一经济体系形成的国际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反过来维持

与促进这种分工以及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模式，维系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③

在当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品（如《帝国》、《全球资本主义论》、《新帝国主义》）

中，④都可以发现结合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来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

逻辑。

下面结合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具体展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逻辑以及它们

在各个经济领域的应用，并且结合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论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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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考克斯的观点在《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主题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ｐｐ．１－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１９８７．其实，考克斯在这本书的主题中已经把马克

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表述得很清楚（见该书第 １－９ 页），而且整书的章节都是按这一逻辑编排的。 特别是考

克斯在《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一文中所绘的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影响的图形已经把

这个关系直观地表现出来。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
ｈａｎｅ， ｅｄ．， 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２２１。

参见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 （第 １－３ 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２０００ 年版。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 Ｅｍｐｉｒｅ， ２０００；威廉·罗宾逊著，高明秀译：《全球资本主义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２００９ 年版。



演示这一逻辑如何运用在跨国生产、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发展这几个国际政治经济

学的分支领域。

二　 生产：经济与政治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研究生产开始的。 因为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

础、其他经济活动的起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政治。 在马克思的《导言》中，

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马克思首先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

产。”①这种物质生产不是“工艺学”上的特殊部门的生产，而是“生产一般”，②并且

“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③ 因此，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生产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既不是特殊部门的生产，如

工业、农业的生产，也不是超越历史时期抽象的社会生产。 以这样的生产组织方式

为研究起点，目的是研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 因为生产关系是影响政治

（政体和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 同时，研究既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才能发现既定

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因素对生产的影响或反作用。 所以，生产研究的逻辑必须建立

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基础上，以此来研究它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同时还要研究这

一历史阶段特定的政治因素对生产的影响。 这好比研究中国当今的生产及其产生

的政治影响不能脱离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能不注重这一环境下的政治因素对

生产的反作用。

按照这样的逻辑，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先应从研究生产开始，以研究

具体历史阶段的生产为起点来研究生产变革带来的政治影响。 列宁在这一方面堪称

典范。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这本书中，首先揭示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

生产特点———民族疆域内以垄断为特征的生产，即生产与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资本

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这一特点不同于马克思时代自由竞争的生产组织形式。

列宁正是从他那个时代的生产特征出发，分析生产关系带来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以

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如金融寡头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宰地

位、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殖民地争夺和大国的争霸直至战争。 列宁曾批判卡尔·考

茨基（Ｋａｒｌ Ｋａｕｔｓｋｙ）的“超帝国主义论”脱离生产历史阶段来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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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批判他脱离了“２０ 世纪初的历史的具体时代……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

性”。① 同时，列宁还十分注意政治因素的反作用。 列宁从这种生产变革所带来的世

界秩序的混乱和战争中看到了革命机遇，提出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开始革命的战

略。 这就是著名的“战争与革命”的命题。 这个命题所体现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并不是

缺乏经济基础的，而是建立在当时的生产特征基础之上。 它所依赖的革命力量是当时

社会生产方式下产生的工人阶级，通过革命建立的新型生产方式是一种对旧垄断生产

方式的扬弃。 所以，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结合列宁的其他一

些作品，这一著作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作品，展示

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必须以生产全球化为起点，因为生产全球化是现

在世界生产的主要特征。 与过去生产过程国内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同，

今天的生产全球化把各国生产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全球生产网络。② 这是一种全

新的、全球意义的生产组织方式。 它所产生的全球性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以及由此

带来的全球政治影响都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

问题。

从当代跨国生产出发，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提出了全球生产关系和阶级

结构的新分析，强调了国家形态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时代的世

界秩序观和新帝国主义观。③ 比如，考克斯提出：生产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已经形成了

跨国管理阶级、中间阶层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全球性低层阶级；④国家的形态已经从福

利国家转变为极端自由主义国家（ｈｙｐｅｒ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⑤即目前人们通称的新自由主义

国家；跨国的管理阶级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实行全球治理，并形成了

一种帝国体系的世界秩序结构。 这种帝国体系的结构“不等同于一些行为体，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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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国际层面的阶级分析以中心—外围这样的结构来划分，这种划分依据的

是国家在国际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全球生产的角度出发，以全球性社会力量来划分阶

级，这与过去以国家为标准进行的阶级划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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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称为新自由主义国家。 两者的区别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Ｃｏｘ，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ｐｐ．２８５－
２８９。



或跨国公司，（虽然）这些行为体是这一体系的主导因素，但作为一种结构，这种体系

超过它们的总和”。① 简单地说，考克斯认为，今天的跨国生产已经产生了跨国的统治

阶级和政体，使世界秩序和帝国主义发生了变化，不再表现为旧时代的帝国主义大国

冲突，而是一种世界性的跨国垄断资本的集体统治，美国及其军事同盟是这种集体统

治的最后军事强制力量。 这种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并非个别，哈特和内格里也

是从世界生产的变化出发，认为像一战和二战那样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失去了经济基

础，当今世界秩序是一种全球资本的联合统治，从帝国主义向帝国转变。② 威廉·罗

宾逊也是这类观点的宣扬者。 他认为，在“生产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的竞争与冲突呈

现新的形式，不再以民族对抗来表现”，但“还存在着部分跨国资本与部分民族资本的

冲突，还存在着跨国集团之间激烈的对抗与冲突，这种对抗与冲突更多地诉诸多种制

度渠道（包括众多民族国家）来追求自己的利益”。③ 这种跨国垄断阶级的主要治理结

构不同于传统的国家政体。 它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制度形式，而是一个新兴的网络，

包括西方大国以及一些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论坛。 经济论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和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组织，政治论坛包括西方七国集

团、经济合作组织、欧盟、欧安会等国际机构。 这一新兴政体对全球的最后强制力依赖

于美国的武力。 跨国资本间的竞争主要是通过控制国家和跨国机构进行，而不是传统

的帝国主义式的国家竞争与战争。④

这种一元逻辑论者的观点是：跨国生产产生了跨国统治阶级及其政治统治，今天

的资本主义大国关系已经不具有对抗性，它们的利益关系在跨国资本的协调下已经融

合，具有了考茨基所说的“超帝国主义”的特点（虽然所用的名称是“帝国体系”、“帝

国”和“跨国国家机器”）。 跨国资本通过一些国际组织和美国这样的跨国资本的代理

人国家来统治世界，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统治。 应当承认，这样的观点仍然符合

马克思主义，而且与当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有区别的。 因为考茨基的“超帝

国主义论”建立在虚幻的设想基础上，当今的资本帝国论建立在生产全球化基础上，

并没有脱离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方式。

持二元逻辑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政治结果有着不

同的解释。 比如科利尼科斯就坚持认为：虽然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一定的资本跨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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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但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对抗冲突仍不可避免。 因为国家体系与经济体系是两个

逻辑。 前者需要资本为其权力竞争提供实力基础，后者需要国家为其提供保障。 冷

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济中心的发展不平衡，阻碍着资本的世界统一进程，

资本主义大国需要资本的积累为其提供权力竞争的实力，而资本需要国家为其提供

积累的政治保障；各大中心的资本为了全球积累仍会利用国家为其积累服务，而国

家需要资本的积累提升其竞争实力，两者的相互需要将会在 ２１ 世纪导致资本主义

大国间的冲突。 虽然目前资本主义大国仍保持着合作状态，但这只是二战后美国世

界霸权把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纳入其领导之下的历史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不能把这样的结果作为一个默认情景赋予优先性”。 ①在科利尼科斯的这一分析中，

国际体系的自主性被认为是封建生产方式的历史残余，对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仍然具有反作用；而且其观点所依据的基本理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ｕｎｅｖｅ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规律理论———本身就含有阶级分析的成分以及政治经济相互

作用的一般性描述。

三　 贸易：作为生产的要素和实现的条件

从生产中考察交换，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对生产具有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所反映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 在《导言》中马克思谈道：“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

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

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②“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

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

定于其他要素。”③正是把交换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才能发现贸易在维护怎样的生产

和生产关系，才能发现贸易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和生产一起影响着政治；同时由于贸

易的反作用，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权力关系对贸易的影响来发现政治对生产的反作用。

马克思这种生产与交换关系的思想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国际贸

易提供了理论框架。

国际贸易是国际交换，它是由具体的（国际）生产所决定的。 从这一关系出发才

能认识国际交换作为国际生产的一个要素的本质，也才能认识到国际交换对生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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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作用，或者说对生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 这对于研究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等交换

制度背后的权力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曾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对生产与贸易的关系做了精辟的分析，

对政治关系的表述尤为透彻。 自由贸易决不是自然秉赋形成的分工的产物，而是资

本主义生产导致的国际分工的产物。 马克思批驳了“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

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的观点，认为“生产咖啡

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

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① 英国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巨大地提高了生产

效率，这要求有一个自由的贸易，废除谷物法；实现自由贸易不过是为资本主义生产

服务，实现降低工人最低工资的目的，反映了英国的工业资本的要求和生产关系。

同样，马克思认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

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

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 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②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都是保护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方式，都服

从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产关系，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内，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

可以促进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 所以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

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③更进一步说，是由主导生产的阶级力量决

定的。

在当今，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也要遵循上述逻

辑。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生产或分工的变化是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 正是国际

分工的新变化和跨国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国际贸易出现了所谓的以产品周期、产业

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为特点的新国际贸易形态。 这些新型的国际贸易形态都是跨

国生产的产物。 这样，贸易作为跨国生产的一个要素前所未有地得到充分体现。 而

国际贸易制度发展恰恰在适应着这种生产的新变化，反映着跨国生产下的生产关

系。 在新一轮生产国际化浪潮中，国际分工呈现出分散化、复杂化的特点。 生产的

各个环节和工序都通过国际外包和海外投资分散于世界各地，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生

产链。 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后工业化的状态，即主要从事研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

务业，而主要的生产地点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原来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下的国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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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度已经不太适应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势，需要进一步修改国际贸易制度，以适

应新的国际分工。① 这就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所以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使新的国

际贸易制度（ＷＴＯ 体制）扩展到投资、知识产权和服务业的根本原因。

乌拉圭回合谈判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的准入门槛，大幅度地削减了关税，平均税

率降低了 ４０％，甚至有些产品的关税被彻底取消。 这是自 ＧＡＴＴ 成立以来第四次大幅

度降低关税。 关税的大幅降低顺应了全球化生产要求，便于全球分布的生产进行顺利

的交换，促进资本主义的积累。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是对世界生产格局的重要

促进。 由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所谓的“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在其国内经济中

所占比例相对庞大，而且凭借技术和经验上的优势，跨国企业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有

绝对的优势地位，服务业的开放有助于这些跨国企业扩大服务业出口，保证这种全球

生产格局延续。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签订也有助于促进西方发达国家的

跨国企业的利益。 生产全球化是在西方跨国公司主导下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通过直

接投资把生产链分布于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进行资源配置，最大程度地利用各国的

要素价格差异，实现利润最大化。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有助于保障这种全

球化的生产格局，减小各国对投资设置的各种限制，如出口比例、零配件本地化生产的

比例等。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签订也是对跨国企业经济利益的重要保

护。 由于全球化生产的格局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的特点，严格的知识产权

保护可以维护与全球生产相适应的贸易的开展，保障高额技术“租金”，从而保证全球

化生产中跨国企业的利润和积累，控制全球生产链。 另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反映了跨

国农业集团的利益。 由于跨国农业集团在生物技术、育种技术、化肥生产等方面的优

势，迫切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全球农业市场，这些集团成为 ＷＴＯ 中农产品协议的积极

促成者。 所以，ＷＴＯ 新增加的一些主要内容（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协议和农

产品协议）既反映了目前国际生产新格局的要求，也反映了主导全球生产的跨国资本

的经济利益要求。

ＷＴＯ 反映的跨国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还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的社会群体从新的贸

易制度的受益程度体现出来。 在 ＷＴＯ 制度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益并不平

衡。 但在这平衡背后是跨国生产的主导力量与非主导力量的收益不平衡以及传统的

生产组织方式的衰落。 比如虽然发达国家大幅削减了关税，但残留的高关税产品仍然

集中在纺织品和鞋类等对发展中国家比较重要的出口产品上，并且通常需要经过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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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才完全取消。 在货物贸易中，ＧＡＴＴ ／ ＷＴＯ 倾向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

品的自由化由来已久，有学者经过统计发现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虽然促进自由贸易，但促进的

是西方企业占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在这一领域没有优势可

言；而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鞋和一些初级加工制造业领域，发展中经济体总是受

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形或无形贸易壁垒的限制。① 知识产权协议设置了较高的保护

门槛，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的成本大大提高。 在服务业上，ＷＴＯ 开放的服务

贸易部门是金融、保险、电信等，但对另一些服务贸易部门如船运、建筑业等并没有

开放。 前者正是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后者是发展中国家具有优势的服务

业。 这样，发展中国家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受益甚少。 这一切体现着发展中国家及

其相关群体在全球生产过程中处于待遇不公平的状态，因为它们不是跨国生产的主

导力量。
如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次生产组织方式变革都会对旧的生产组织方

式带来冲击一样，跨国生产对发达国家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带来了巨大冲击。
ＷＴＯ 在促进跨国生产的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工人失业率上升的

现象，使过去受惠于传统生产组织方式的工人阶级经济利益受损。 另外，ＷＴＯ 带来的

跨国生产便利化还推动着原来以国家为基地的传统生产转向跨国生产，因为跨国生产

带来的利润和竞争压力迫使原来立足于民族境界的企业也不得不转向跨国生产，否则

将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
如同历史上新生产方式冲击带来政治反弹一样，跨国生产必然带来政治反弹。 反

贸易自由化运动以及各种保护主义就是这种政治反弹的体现。 它如同历史上手工生

产的工人破坏机器生产一样，都是不满于资本主义带来的“创造性毁灭”。② 不仅如

此，建立在民族经济基础上的国家也受到了跨国生产的挑战。 迎合贸易自由化意味着

国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抑制贸易自由化意味着资本的“出走”和国家竞争力的衰落。
所以，“两难”的国家不时在贸易自由化与保护主义之间迟疑摇摆，呈现出两面性。 这

都是既定的政治结构对跨国生产的政治反作用。
所以，只有把当今贸易放在全球生产方式中考察，才能看清全球生产过程中贸易

制度作为中介的作用；从谁受益、谁受损、受益多少中，才能认识到当今全球生产关系

的本质；从反贸易自由化和保护主义中，才能体会到政治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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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融：交换的中介和信用的工具

虽然与马克思时代的金融相比较，当代金融有了重大的发展，但如果仔细阅读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我们仍可以发现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金融作为交换的中

介和信用的工具与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生产方式的变化是金融制度发展的前提，同

时金融也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影响。 政治通过对金融的影响进而对生产产生巨大的反

作用。

作为交换的中介，货币产生、发展与商品生产的发展相联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

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货币的本质，即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

品。 货币的产生在于解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商品生

产发展的结果。 货币的发展在于解决货币本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内在矛盾。 货币如

果寄身于个别使用价值（黄金）之上，是用一种个别价值作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尺度；而

价值是抽象的、社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

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①但黄金的价值却是个别的和具体的，这就是货币的内在矛

盾。 正因如此，纸币可以作为货币（黄金）符号代替铸币行使职能。② 当黄金无法满足

商品生产发展带来的交易需要时，纸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必然代替黄金发挥货币的

职能。

当今的国际货币摆脱了个别使用价值（去黄金化）恰恰反映了马克思所说的货币

是想象与观念性的，可以用纸币（货币符号）来替代的特点。 １９７３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

的崩溃（黄金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彻底地完成了货币虚拟化过程。 这种货币的虚拟

化除了政治原因外，经济上如果不是战后世界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巨大发展，造成的货

币数量超出黄金供应，其完成过程还需要相当长时间。 由此，这种虚拟化的货币价值

在本质上只能由社会生产关系来赋予。 因为价值本身就是社会的和抽象的，虚拟化的

货币正好反映这一特性。 这样，虚拟货币有利于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占主要地位的力量

操纵货币发行以服务于其经济与政治利益。

如今美元行使着世界主要货币的职能。 美元的发行主要由在世界生产关系中占

主导地位的美国和“华尔街”———跨国金融资本集中的体现———来决定，因而是服务

于它们的经济政治利益需要的。 它们通过操纵货币发行权享受着重大的铸币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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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不受外汇储备短缺的制约，可以避免巨额贸易逆差可能导致

的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美国却能通过贸易逆差和发行国债，获得外部大量的实

物资源和低息资金。 而且，美国通过掌握着这种国际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

对社会形式”①———的政治权力，为其拉拢盟友、打击敌人、扩充武力、担当世界警察提

供了重大的便利和资源。 因此，虽然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美

国不愿放弃美元带来的特权，仍要维护现存的金融权力结构。 任何影响这种特权的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都会受到美国的阻扰。 这充分体现了既定的权力结构的反作用，但带

来的却是世界经济经常性的不稳定和不公平。

美元的变化不定给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是不确定性，影响着国际经济的稳定运

行。 美元升值带来的是世界性紧缩或一些国家的债务危机，美元贬值则带来世界性通

胀或经济泡沫。 变化不定的美元还带来金融投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债

务危机和 ９０ 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都与美元的币值变化有一定的关联。 在这种动荡

的国际金融局势下，许多经济能力较弱的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获得美元必须提

高利率，必须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出口商品；否则，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就必须忍受经

济紧缩和失业以及债权人对其经济主权甚至是政治主权的限制。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

是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身受冲击最大。

相反，跨国金融资本则享受着巨大收益。 苏珊·斯特兰奇（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曾指

出，“在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下……唯一获益的群体是金融从业者，它们是鲜有破产的

一小撮人……银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润。 银行业务得到巨大扩张并且为内幕消

息提供者、研究者、评论者和其他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信息和咨询需求的人创造了新

的岗位和机会”。 银行还“发明了各种新的工具……最初是应对通胀或政府税收与

管理来减少自身的弱点，后来是针对不确定性进行套利”。② 西方金融机构利用这种

金融创新和衍生品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却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破坏性的金融危机。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许多跨国金融机构管理者收入依然巨丰所引起的社会愤

怒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可以体现出谁是现行国际货币体制的受益群体。 货币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谁受益与谁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有着必然

的联系。

因此，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当今国际货币价值的变动使

谁受益、谁受损，其中的生产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它对世界性贫富分化的作用是不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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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它在促进全球资本主义积累上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当今国际金融的另一个方面———信用的研究也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得到启示。

马克思对借贷资本作用的分析都是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他认为，“在现代信用

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①“银行和信用……成了使资

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

的工具”。② 即它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和

欺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对当时的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做过

分析。 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

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基础上的”。 第二，

流通费用的减少，它又包括：“Ａ．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 Ｂ．流通手段的

流通加速了”。 第三，股份公司的成立。 由此，“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单个资本不可

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使个体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

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

单纯的货币资本家”。 第四，为单个资本家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

财产和劳动的权利。③ 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使货币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

分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逐步平均化了；提高了货币资本的使用效率；为资本主

义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条件；为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提供了条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向更社会化或更新形式发展提供了条件；加剧了贫富分化。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

的物质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

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 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

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因此，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下具有“骗子和预言家”的二重性。④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其信用制度的作用也在相应地发展。 列宁曾经分析他

那个时代银行的发展和新作用。 随着银行的集中和与工业的融合，“银行就由中介人

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几乎全部的

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⑤ 这种支配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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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由垄断金融资本控制的资本主义新型生产组织———卡特尔、托拉斯等。 由于此时

银行作用的变化，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分享的利润远大于过去的中介者角色。 “集

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

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

会征收贡赋。”①更重要的是，导致了“２０ 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

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② 这种由于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能力巨大，

它更需要海外市场和原料，向海外输出资本、控制殖民地和取得势力范围成为保障国

内再生产得以延续的基础。 这一切是消除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缓解政治危机的

重要表现。 在国际关系上，这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国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的帝国主义战

争。 列宁对他那个时代信用制度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对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思

想的继承与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此时的金融资本没有导致利润的平均化，而

是造成了垄断利润的产生。 第二，导致金融资本对其他社会资本的优势和对社会的统

治。 第三，导致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和帝国主义战争。

当代的国际信用如何体现其“二重性”，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

响，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集中体现了当代国际金融的新特征。 这一金融市场

把世界性的资本相对集中起来，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成为促进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向更新、更社会化形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欧洲美

元市场创造的各种信用手段和虚拟资本为跨国投资与并购、贸易扩大了流通手段和支

付手段，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在真正意义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推

动了全球生产发展。 其次，它为消除以民族国家为基地的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创造了

条件。 比如，获得国际信贷的国家必须面向国际生产，否则它们会因无法获得偿还债

务的外汇而陷入债务危机。 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将面临国际债权人提供的调整方案。

“华盛顿共识”可以说是这种调整方案最典型的代表，其核心就是拆除债务国国内经

济与全球经济的藩篱，使国内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全面适应世界市场。 再比如，原

来西方国家以国内生产为主的企业，如果不加入全球生产的潮流，将在竞争中因成本

较高被淘汰，而跨国生产离不开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 这一切都在逐步消弭立足于民

族国家的传统生产组织方式，也使得跨国金融资本成为控制跨国生产的最后主宰。

同时，当今的国际金融也是制造危机与欺诈的最有力工具，与马克思称之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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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①高度契合，是一个最具赌场性的领域。② 货币资本作为

一种商品，由于增殖的目的性，其本身的生产过程开始与全球生产过程渐行渐远，且相

当部分脱离了实体经济；各种金融衍生品和创新在扩大信用手段的同时，也产生了新

的欺诈方式。 全球市场的赌博性特点已成为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在国际

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成为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掠夺对象。 这一切都说明，国际金融

在促进经济的全球化、成为跨国金融资本积累工具的同时，也不断地为全球经济制造

危机。

当今的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正复制着一百多年前民族垄断资本在国内经

济所做的一切：资本的集中和对生产的控制。 不同的是，当今跨国金融资本设计了一

个更高级、更精巧、更复杂的虚拟市场，涉及的资本规模更庞大、范围更广泛，对应的是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跨国生产，体现的是资本的世界性统一趋势。 这种跨国

垄断资本的经济影响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什么意义？ 这就又回到前面所说的一元逻辑

和二元逻辑的争论上。 一元逻辑论认为，跨国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跨国生产将形成资本

的世界联合，导致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全球政体，造成资本对世界的集体统治，而不再有

资本主义大国为竞争市场与资源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冲突。 二元逻辑论认为，各资本主

义大国为了争夺资本全球统一和积累主导权，以壮大自己的竞争实力，仍会进行帝国

主义式的冲突与战争。

五　 发展：生产方式和分配的结果

从马克思到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有所变化的，但在本质上

都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联系。 在不发达的原因上，马克思认为，不发达是发展中国家传

统的社会生产方式或社会结构造成的。 而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不发达的主

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 在发展道路上，马克思认为，只要

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国家也可以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而战后依附论者认

为，由于发达资本主义不允许发展中国家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通过割断与世

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独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引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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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实现发展。 但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一些依附论者认为，在不割断与资本主

义世界市场联系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也能出现依附性发展。
马克思对不发达民族落后的原因分析是从其传统的社会生产模式来认识的。 他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的结果》中谈到，“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

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

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① 马克思认为，虽然英国在印度发展资本主义既不会使印

度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也不会使他们的社会状况得到改善，但可以发展生产力。②

这里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不发达民族在外部资本主义进入后，打破了原来

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体制，开始了一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建设，最终会和发达国家一样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描绘得与发达的英国一样）。 马

克思把印度的落后事实上归咎于印度的传统生产方式。 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

把这一观点说得更明确。 在谈到当时相对比较落后的德国时，马克思说，像德国这样

比英国落后的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

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
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

延残喘”。③ 因此，马克思主要把不发达归因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和前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束缚。
战后的依附论者更多是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的角度，从这种生产结构的分配

中来阐述不发达原因。 他们认为，不发达是因为西方大国只想把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会在发展中国家中充分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依附理论

之父———保罗·巴兰（Ｐａｕｌ Ｂａｒａｎ）就认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于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因为它们向发达国家“提供大量的利润和投资出路”，是发达

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必要腹地。 因此，美国等西方统治者竭力反对发展中国家工业

化。④ 在巴兰看来，西方资本主义需要不发达国家维持传统的生产方式，发展中国家

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为本国依附于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积累，而后

者则直接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提供经济盈余。 因此，依附论者基本上都认为，发展中

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不发达国家不同层次的生产方式嫁

接在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生产方式上，由此通过贸易、投资方式来榨取大量经济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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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充分化，只能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无法

成为与发达国家比肩的国家。 这一思想源自“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即不发达国

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分，也有前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成分。 由于非资本主义成分为资本主义成分提供积累，资本主义成分为世

界经济提供积累，因此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

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原因，依附论者往往认为，国际资本要控制发展中国家政治，

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才能从发展中国家榨取经济

盈余。 这种政治结构从过去的殖民统治过渡到独裁专制体制。 与此同时，国际资本

还通过其政治代理人打击与孤立一切企图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

家。 另外，为了顺应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国际资本还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一种“可口

可乐”文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在思想上认同这种依附、政治上接受资本主义

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消费上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从而在精神上麻痹发展中国家的

人民，消除其反抗与革命的意识，通过追求西方的消费品来实现资本主义世界性再

生产，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全面控制，阻扰发展中国家发展独立的民

族经济。

依附理论虽然在不发达原因的分析上与马克思的论述有一定的差异，但从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看，仍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逻辑。 依附理论主要

以资本主义全球生产方式导致的分配结果来认识不发达原因。 分配在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理论中是生产的一部分，“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分配本身是生

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① 因此，依附理论把发展

中国家的不发达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或者说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

结构产生的分配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在发展道路上，马克思的观点与依附理论也是有差距的。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

的未来的结果》中，马克思谈道：“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

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

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

的酒浆。”②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

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③“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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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它能缩短

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① 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种“阶段

论”，只有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引入，发展资本主义才是实现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为今后

的社会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

战后早期依附理论者认为，由于西方大国需要保留发展中国家的混合经济结构为

世界经济提供盈余，不可能让它们充分发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因此，发展中国家

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脱钩，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其他发

展模式都有局限性。② 简单地说，这是一种“跨越论”，就是不发达民族独立后首先脱

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摆脱依附；之后不再经历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阶段，而是独立自

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以实现发展。 这一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

发展思维是一致的。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面对西方跨国公司投资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带来的发

展，特别是东亚奇迹的出现，一些依附论学者提出了“与依附相联系的发展（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的理论。 其提出者费尔南多·卡多佐（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

Ｃａｒｄｏｓｏ）认为，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结构下，可以存在依附与发展共存的现

象。 这一历史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中威权政府、跨国资本与新兴中产阶级（即与跨国

资本相联系的民族工业资本）形成相互配合的政治结构。 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威权政

府保证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执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投资于这些发

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希望这些国家呈现一定的经济发展，以保证其产品的销售和生产

得到延续与扩大；当地现代民族资本通过与跨国生产的联系，承接跨国公司的低端生

产环节也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 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出现依附性发展

的状态，即有所发展但却缺乏自主性，如缺乏自主技术和金融机制，受制于跨国资本和

国际市场，并且分配上出现严重两极分化。③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彼得·埃文斯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 他也强调，依附与发展可以共生，这种依附性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外围

国家中本土资本、跨国资本和国家资本之间存在一种合伙的关系。④ 这时的依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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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完全排斥世界市场和跨国资本，而是承认跨国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 这种依附性发展的观点影响着当今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认为在当

今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孤立或脱离（于世界市场）的企图将只意味着全球体系的

一种更加残酷支配，一种向羸弱和贫困的倒退”。①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改革开放为

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这一思想有类似性。

战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虽然与马克思的论述有一定

差距，但他们都是结合具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结构来探索发展道路的，没有离开马

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即强调依据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具体的生产（方式）和分

配来探讨发展问题。

六　 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逻辑

探讨国际层面的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以具体

生产（方式）作为探讨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的出发点，具体的生产决定着交换、金融与

分配等生产（实现）的条件，体现着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着上层建筑。 同时，

注意既定的政治结构和因素对生产具有反作用。 这样，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

主义的逻辑就是，以世界范围内具体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作为研究的出发

点，探讨各个历史阶段国际生产的不同特征，从这种特征中去分析国际贸易、金融和发

展（分配）的本质，探讨国际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分析国家和世界政体的形态，研究

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大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和剥削、冲突与合作、战

争与和平、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的特点等。 同时，在具体环境下分析政治结构与因素对

生产组织方式及其实现要素的影响。 依据这些逻辑，我们可以判断出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成分有多大。 囿于篇幅，本文较少探讨具体

环境下政治因素的反作用，也没有涉及与生产相关的其他因素如观念（意识形态）。

观念的因素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笔者进一步研究的重

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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